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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儒家伦理知识体系和话语形态的深层次探究，需要厘清思想话语背后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和叙事
逻辑，在思想文本与经验世界的互动中探求伦理话语的生成机理。见是通感能力，见是觉情的萌发。见与未

见，构成了儒家伦理的 “关键时刻”。见的伦理本性，彰显了儒家情感伦理的具身性思维特质。随着人机共生

文明的来临，儒家以 “见”为标识的具身移情与仁爱伦理，有助于探索一种超越单纯计算与模拟的具身情感伦

理模型，为通用具身智能奠定更符合人类生命经验的哲学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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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自主伦理学知识体系，需要对伦理知识形态作出类型学分析，厘清思想话语背后的认知方式、

思维方式和叙事逻辑，在思想文本与经验世界的互动中探求伦理话语的生成机理。本文的探求策略是从儒家

伦理史上的著名公案入手，综合运用概念分析与类比、隐喻等情境化叙事伦理方法，解析儒家伦理世界中隐

秘而关键的术语和语词链，推进伦理学知识建构的厚概念进路。①

具身性是人类存在境况的重要维度。儒家哲学将道德观念植根于人的身体经验、日常生活实践和具体的

伦理关系之中，道德不是抽象的理论原则，而是可以被感知、体察和践行的生命价值，需要在伦理角色和关

系践履中培育和实现。身体具有本根性的意义，以身心一如的生命存在为根基，是我们认识世界和价值传承

的意义枢纽；正是通过身体力行，儒家伦理文化传统才得以延续和活化。“见”是生命的敞开，是修身的重

要环节。“见”与 “未见”，构成了儒家伦理的 “关键时刻”。“见”的伦理本性，彰显了儒家情感伦理的具

身性思维特质。通过将儒家伦理与西方道德情感主义、德性知识论展开理论对话，可以激活中国传统哲学的

实践智慧与情感资源，为重建兼具民族性与普遍性的伦理学知识体系提供理论基础。

一、仁爱与共情：见的伦理出场

在儒家经典文本中，“见”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语词。“见”是生命的相遇，是生存境遇的生成，是伦

理场域的开显。且看孟子与齐宣王的一段对话。

王曰：……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曰：……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

焉？……王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

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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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付长珍：《厚概念：作为一种伦理学方法》，《哲学分析》２０２３年第 ６期。
朱熹：《孟子集注》卷 １，《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 ２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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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核心质疑在于，从生死和道义上说，“牛羊何择焉”？既然牛和羊本无异，为何还要 “以羊易牛”？依

齐宣王，关键在于 “见”与 “未见”，“见牛未见羊”①。“见”为何如此重要？“见”是仁心发动的起点，一

见则心不忍。“见”不是单纯的视觉活动，而是具身性的情感触发机制。唯有亲临在场的 “见”，才能唤醒先

验的恻隐之心，使抽象的 “仁”化为真实可感的道德情感与行动开端。

“见”是通感能力，“见”是觉情的萌发。未见到羊，便没有生出恻隐之心。不忍是人性的光辉，是修身

的起点。恻隐为仁之端，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恻隐之心是一种自然之情、道德本心、自爱之情。“口之于

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

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② 孟子基于人所共通

的自然感受性，论证人性有共同本质，“目有同美”的 “见”，本质上是人对美好事物的普遍感知，与 “见牛

觳觫”“乍见孺子入井”的 “见”，均是人性本有善端的具象触发方式。程颐 “因其恻隐之心，知其有仁”③，

认为人际与生命之间具有一种息息相通的震动伤痛之感。牟宗三更是强调，“恻隐之心”是 “不忍不安”的

“灵明一点”，重申思孟一系 “心性本有、触之则发”的核心观点。④ 问题在于，由 “见”引发的不忍之情，

能否激发出相应的道德行为？是否可以上升为一个普遍化的道德原则？何怀宏指出，恻隐是道德的源头，主

要指恻隐是个人道德意识的源头，在此它有动力和现象的双重意义，而当我们说道德行为活动和理论知识时，

恻隐只具有一种最初动力的意义。而无论道德意指什么，恻隐都不具有最终理由根据的意义。⑤ 恻隐之心，是

有德性之人的自然成就，是儒家道德学说的一个主要依据。道德行为的基础，是性理与天理的 “感而遂通”。

朱子以仁训觉，“若无一个动底醒底在里面，便也不知羞恶，不知辞逊，不知是非”⑥。“四端皆是自人心发

出。恻隐本是说爱，爱则是说仁。如见孺子将入井而救之，此心只是爱这孺子，恻隐元在这心里面，被外面

事触起。羞恶、辞逊、是非亦然。”⑦ 恻隐之心是活泼泼的生命的发动，不是简单的怜悯之心，而是万物化育

之源、生命繁盛之象。舍勒 （Ｍａｘ Ｓｃｈｅｌｅｒ）所批评的，正是一种衰退的生命基调，一种降格的怜悯。舍勒认
为，“一种视同感为最高道德价值并试图由此推论一切具有道德价值行为的伦理学无法解释道德生活的事

实”⑧。儒家将道德建基于对人性、对社会生活复杂性的充分理解之上，比起 “单线条”地强调道德责任，更

为生动丰盈，更具现实说服力与生命感召力。

不忍之仁是修身成人的根据，是道德内在的动机和理由。孟子认为修身重在点人性之善，明人禽之别。

通过对四端之心的涵养修炼，培养有教养的想象力，在复杂的生活情境中做出恰当的道德回应。“今人乍见孺

子将入于井”，在突如其来的 “见”之中，自然产生 “怵惕恻隐之心”。这种仁心道德情感的发动依赖于面对

面的相遇，形成了人我之间的道德关怀场域，触发了出于良知的道德责任。道德的点金石，来自内心的灵明

一点，潜入内在于人的本性。“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

物。”⑨ 爱物，是对禽兽草木等世间万物的伦理态度，亲亲、仁民、爱物是一个由近及远、层层推衍的伦理秩

序。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确立起了以情感为基础的伦理关系结构。

源于自然的情感如何成为道德动力？“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瑏瑠 君子的德性，在于有清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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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此曾有疏解：所谓见牛未见羊者，岂必见之而后有是心耶？曰：心体浑然，无内外动静始终之间未见之时，此心固自若也，

但未感而无自以发耳？然齐王之不忍，施于见闻之所及，又正合乎爱物浅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则其为不见之故而忍以无罪杀之哉！

（朱熹：《四书或问》，黄糰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４２１页）在朱熹看来，这正体现了儒家爱有差等、人物有别
的伦理原则。

朱熹：《孟子集注》卷 １１，《四书章句集注》，第 ３３０页。
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 １６８页。
牟宗三认为，“心与情亦因其即为理之具体而真实的表现，故亦上提而为超越的、普遍的、亦主亦客的、不是实然层上的纯主观，其

为具体是超越而普遍的具体，其为特殊亦是超越而普遍的特殊，不是实然层上的纯具体、纯特殊”。（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

上，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０年，第 １１３页）
何怀宏：《良心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４年，第 ９７页。

⑦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 ２４１６、１２８７页。
舍勒：《同情感与他者》，刘小枫主编，朱雁冰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２页。
朱熹：《孟子集注》卷 １３，《四书章句集注》，第 ３６３页。
朱熹：《孟子集注》卷 ８，《四书章句集注》，第 ２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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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认识到人之为人的本性，不仅让其意识得以自存，而且通过修身以俟而重返人之本性。道德行为

的动力来自内在的自然情感驱动，从容中道，不假外求。“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衎然见于

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① 衎面盎背，皆是德性积盛而然。充实而有光辉，唯有德者能之。

“《大学》言 ‘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②

好善恶恶出于人之自然本性，发端于内在的道德动力，不需要外在的鼓舞支持者。儒家拒绝将道德标尺化、

将行为模式化。不离日用常行间，这种日日所得之感受，就是良心的实现，与维系生命的内在理由相通。“无

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③，君子乃由仁义行，良心不失，仁义自见。

在万百安 （Ｂｒｙａｎ Ｖａｎ Ｎｏｒｄｅｎ）看来，荀子与孟子的差别在于，人并没有天生的道德欲望，一个人合道的
行为并不是由他天生的欲望所决定的，而是由他的 “心之所可”决定的。④ “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

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

所欲。”⑤ 心之所可，在于自觉节制为恶的情欲，形成新的道德动机。“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

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

利之有天下。”⑥ 以礼义转化感官与心性，使道德内化为身体自然的好尚与趋向，形成 “目非正不视、心非道

不虑”的德性化具身结构。“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

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⑦ 荀子从人的感性欲求出发，认为德性是植根于身体自然性情的生发

过程。身体是伦理的原发场域，伦理认知源于身体与世界的直接相遇，通过礼乐范导和师法之化，使人性中

本有的自然情感转化为道德情感。“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⑧ 荀子强调性情自然，德性出于礼

义修身工夫和率道而行的具身教化场域。

当代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家斯洛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ｌｏｔｅ）重视发掘休谟的同情概念，将理论重心安放在有
美德的个体，以及使其成为美德之人的内在品质、倾向和动机；同时强调动机是根基性的，因为每种伦理

理论都必须有个出发点。基于行为者的理论意在表达，对他人给予仁慈或关怀的道德之善在直觉上是显而

易见的，无须更进一步的道德基础。斯洛特将道德区分为三种类型：作为内在力量的道德、作为普遍仁慈

的道德以及作为关怀的道德，认为发自内心地关怀他人而不是为了实现某种后果或目的，才是真正有美德

的人。美德伦理学重视行为者的内在品质与主观动机的伦理意义，主张从内在动机来寻找和确认 “善”或

“正确”的根据，规则伦理学则从外在原则来寻找和确认这种根据。问题是，有美德的人必定做正确的事

情吗？合乎道德要求，并不等于合乎伦理生活的尺度。儒家伦理对情感重要性的强调，源于情感的天赋性

及情感与理性的交融。这对一向着重论证抽象道德原则的西方主流伦理理论，构成了一种根本挑战，即情

感作为道德的基石，可以更好地容纳实践理性，化解情境性与普遍性的冲突。儒家伦理不是追求对伦理知

识的概念性把握，不是靠纯粹知性和观念功能，而是涉足人之为人的情感反应。不忍作为一种情感反应，

构成了道德意识的起源，修身功夫需要仁爱的滋养与礼义的规约。基于孟荀之共 “见”，从伦理经验与实

践理性的融合角度对情感的新理解，无疑拓展了当代情感美德论的问题边界，有助于对伦理生活精神真谛

的整全性把握。

二、视—见—觉：见的具身直觉性

在儒家思想语境中，视与见从来不是单纯的感官活动，而是承载着不同的伦理意义。“视而不见”出自

《大学》：“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鉣，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

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⑨ 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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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朱熹：《孟子集注》卷 １３，《四书章句集注》，第 ３５５、３５３页。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８３页。
参见 Ｂｒｙａｎ Ｖａｎ Ｎｏｒｄｅｎ牞 Ｍｅｎｇｚｉ ａｎｄ Ｘｕｎｚｉ牶 Ｔｗｏ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ｇｅｎｃｙ牞 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ｅ牞 Ｎａｔｕｒｅ牞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Ｘｕｎｚｉ牞 Ｔ Ｃ ＫｌｉｎｅⅢ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 Ｊ Ｉｖａｎｈｏｅ牗 ｅｄｓ 牘 牞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牶 Ｈａｃｋｅｔ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牞 Ｉｎｃ牞 ２０００。

⑥⑦⑧　 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 ３２２、１３、３３０、６７页。
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 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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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其正，则无法对所见之物形成有效的认知与判断，由此必须在心上做修养功夫，培养内在道德意识和明辨

是非善恶的道德能力，才能直觉性地做出合宜的道德判断与道德选择。“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

善。”① 看见君子却当作看不见，即便多次看到仍假装看不见，这种视而不见，并非真的看不见，而是不敢正

视自身的不善，是本心有亏、自欺欺人的负向回避。唯有 “本心澄澈、合于礼义”的诚意慎独，才能避免陷

入自欺式修身困境。而孔子所言 “非礼勿视”，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 “视而不见”，力避被违背礼义之事扰乱

心志。此处的视而不见，是主动向善的道德选择，符合正心诚意、合礼归仁的修身践行目标。子曰：“视其所

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蝆哉？人焉蝆哉？”② 道德判断必须由表及里，从行为到动机，再深入到心性

安顿。孔子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德，不能只看结果表象，更要观其所由，看行为是否出于仁心，循礼而

行。孔子反对伪善，强调诚意、不自欺，道德的根本在于心之所安③，内心稳定的价值取向，在于是否以道义

为旨归。善的行为是动机与目标的统一、自觉与自愿的统一。

“见”的亲身性，强调主体的切身性与心物相接的交互性，共情来源于亲眼目睹的当下直觉。视其视，

更多强调一种过程性的动作，即 “看”的活动 （ｔｏ ｌｏｏｋ），“见”强调的是有所见。“见”构筑了自我与他者
之间道德上的强关联，主体对他者的能动感知与自觉把握，生成了道德认知与情感交互的全新伦理界面。“盖

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睨而不视。

夫?也，非为人?，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腂而掩之。”④ “睨而不视”是不敢正视，不愿不忍看。此不忍

不安之情，正是 “见”到了伦理之痛。本心触动激发了羞愧之情，意识到有违于礼，方生道德之责。从

“睨而不视”到 “归而掩之”，行为动力来自 “见”所带来的内心不安，最终成就人伦之德。由此，“见”

是激发道德情感转化为伦理行为的本源动力。而未见之时，则由于情境性的缺乏导致了道德链接的切身性

与连续性断裂，使内在的德性存而未发。道德行为与道德动机的深层互动，彰显了伦理场域对于德性养成

的重要意义。

心有所安，乃能见真。儒家以 “心”为中枢，将感官之 “视”、道德之 “见”、心性之 “安”融为一体，

形成了知人、知德、知心的系统伦理方案。儒家 “视—见—觉”的伦理主线，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

安，直抵其心。从外在行为追溯其动机缘由，判断其是否合于道义，共同构成由感官认知通往道德判断与心

性修养的完整结构。见孺子将入于井，则施以援手，对于道德动机和行动的激发，体现了动机与规范的统一。

在这种境遇化的世界与 “看”世界的方式中，人与物 （事）的关系是非对象性的境遇关系。孟子从见牛到见

人的推扩，通过具体的 “见”体认本心，然后运用心智明觉，“明于庶物，察于人伦”⑤，“明足以察秋毫之

末，而不见舆薪”⑥，是以心性为根基、以仁义为指向的存在论自觉。“视”不是主体对客体的静观，而是此

在对存在的敞开、澄明与居有。儒家伦理之 “见”，世界由心之 “见”而成为人伦、礼义、德性与价值之境。

人在伦理世界中的 “居有”，安仁守义，因不忍之 “见”而觉醒，人以心性与德性敞开伦理世界的生存活动。

见与不见，本质上是境界化的伦理的在世方式。庄子也认为，人不应执着于感官之见，“望之而不能见也，逐

之而不能及也”⑦。“望”是主动的视觉欲求，带着要看见要追逐的意念，反而不能 “见”道之大体。只有超

越感官执念，不刻意追求 “见”与 “及”，以 “不见之见，不逐之见”，回归自然，体认本真，方能避免陷入

“目知穷乎所欲见，力屈乎所欲逐”⑧ 的困境。

视是看的行为本身，而 “见”强调的是 “有所见”。作为主体之 “我”与客体 （看的对象）之间构建了

一种道德上的联系，将客体具体化情境化。在王阳明心学中，“见”是心体对世界的开显：“你未看此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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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 ７页。
朱熹：《论语集注》卷 １，《四书章句集注》，第 ５６页。
参见付长珍：《此心 “安”处：论儒家情感伦理学的奠基》，《文史哲》２０２１年第 ６期。
朱熹：《孟子集注》卷 ５，《四书章句集注》，第 ２６３页。
朱熹：《孟子集注》卷 ８，《四书章句集注》，第 ２９４页。
朱熹：《孟子集注》卷 １，《四书章句集注》，第 ２０９页。

⑧　 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 １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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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① 看此花，是心

与物的交感，物的意义由心之见而生成朗现。在此，“连接我们的，实际上是我们于生存之共同参与，是一股

穿我们而过、令我们为之颤动的生生之气”②。花与人的意义关联，由此真实地建立起来。

“视”是目之发窍，感官之逐物。“见”不是看见对象，而是心体自我呈现、世界意义生成、德性当下完

成的存在论活动。《大学问》有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

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

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

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

人之心亦必有之。”③ 对于孺子、鸟兽、草木、瓦石因有与吾身之切己相关的知觉领会，故能有恻隐、不忍、

悯恤、顾惜之情。知觉灵明与情感发动乃浑然交融，不可骤分。“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如行。只见那好色时已

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④ 这里的 “见”是与道德情感紧密相连的知行合一的本体活动，是 “一

体之见”，“良知之见”。⑤ 这是一种前反思的、当下的一体不容己之情。见是德性的完成，不是先天道德原则

的运用，而是一种源自身体的最初的自然反应 “本念”，凸显 “见”的当下性，即感即应的直觉性。

“见”是心体的明觉，良知的朗照，天理的呈现。良知是人所固有的道德能力。⑥ 阳明指出：“知是心之

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⑦

“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⑧

圣人之学 “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⑨。对象化的知识技能不切于本己生命，反而可

能用以行恶。阳明的良知朗照是以德性开显世界的生存方式，寄寓着对宇宙人生的深沉伦理责任。责任来源

于对特定伦理情境的积极反应，道德生活是通过真诚地回应先在伦理责任而栖居于大地。“见”是良知发动，

是道德的内在觉醒。见时即知，知时即行，真知必行，不行只是未见。行是 “见”的落实、“知”的展开，

是德性的完成。

三、见贤思齐：具身性道德实践

“见”不是旁观式的认知，而是德性主体的身观亲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瑏瑠 “见”是道

德情感的萌发，是主体通过身体感知对道德典范的直觉敞开，引发内心的钦羡之感；“思”是道德认知与分

辨的能力，是主体对贤人之德的理解、认同与向往；“齐”则直接指向道德行为，是主体将道德认知转化为

身体实践的过程。“闻而知之，圣也；见而知之，智也。”瑏瑡 见贤思齐，强调思在成德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是

思孟一系反观内省式进路的道德推理特点。思齐与自省都是走向德性完善的内在环节。“思”是仁者必备的

分辨是非善恶的道德认知能力，是走向诚明所知的智慧之途。“省”是自反性的思，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见贤思齐”体现了道德情感、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统一。真正的 “见”，不仅是一种知性能力，而且体现

为真切的行为直觉性。见贤还需 “识得”贤。能见出贤与不贤，本身就是道德成熟的标志。经过多闻多见的

功夫，养成见贤思齐的道德能动性，“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瑏瑢。一个人只有具备明

辨是非善恶的 “识见”，才能默而识之，择善而从。作为人格典范的贤者充实而有光辉，对具有潜质的人散

发出一种自然而然的强大吸引力。人们受此鼓舞，激发出向善的行为驱动力，通过学习效仿人格典范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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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于连：《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人的对话》，宋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 ２６页。
陈立胜：《“视”“见”“知”———王阳明一体观中的体知因素之分析》，《孔子研究》２００６年第 ４期。
关于良知是能力之知还是动力之知？黄勇和郁振华曾就此展开过深入辩论，参见郁振华：《论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基于赖

尔与王阳明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 １２ 期；黄勇：《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命题性知识，能力之知，抑或动力之知？》，
《学术月刊》２０１６年第 １期。在 《论儒家的 “体知”———德性之知的涵义》一文中，杜维明以 “体知”来刻画儒家的道德知识属

性。（参见 《杜维明文集》第 ５卷，第三部分 “论体知”，武汉：武汉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朱熹：《论语集注》卷 ２，《四书章句集注》，第 ７３页。
王利器：《文子疏义》，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第 ２２９页。
朱熹：《论语集注》卷 ４，《四书章句集注》，第 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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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过一种可欲的良善生活。

与之相较，荀子更强调修身的外化之途。荀子从知行关系的完整链条上，审视 “见”的意义。“不闻不

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① 这里荀子以闻—见—知—行

的递进结构，确立了知行统一、行重于知的实践知识观。实践智慧的培养需要通过经验的累积，“经验使他们

生出了慧眼，使他们能看得正确”②。实践智慧是针对具体情况的观知 （Ｓｅｈｅｎ），有教养的知觉是一种超越于
规则应用的能力。只有以人的伦理存在为前提，基于对具体存在的觉察观知，方可做出合乎伦理意义的恰当

行为选择。伦理实践中的 “知”，是从感受性出发，包含了对处境之 “是”与行动之 “应该”的统一，知与

行并无次第。

当代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ｒｔｙ）拒斥旁观者式知识，主张以实践智慧 （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
取代理论静观 （ｔｈｅｏｒｉａ）作为知识的范式，与儒家德性伦理之 “见”存在深层契合。③ 儒家之 “见”并非主

体对客体的中立认知，而是在心性发动、情感感应、身体回应中完成的德性实践，是一种行动导向的情境化

的实践智慧。伦理知识最终服务于如何活得更好，如何成为更有德性的人，以德性之见、具身之知、知行合

一超越静观式认知。儒家具身伦理从古典立场扩展了罗蒂对传统表象主义知识论的超越路径。

德性是 “一个人所具有的一种深层次的、持久的、习得的卓越性”④。道德主体如何塑造自己的品格，取

决于对文化的想象，对高尚的思虑，以及对理想的象征和链接。“道德意识需要一种照亮的意识去持续启迪。

而反过来，知性是一种光源，它需要被道德照亮。某些时刻，道德使我们澄明，使委曲求全和消极的知性幡

然醒悟。”⑤ 这种源自内在生命的道德光谱景观，扩展了我们的道德观念，既是对 “规则—服从”道德理论模

式的挑战，也是对原则的认可和普遍性的承诺。道德知识不再是基于道德推理的概念演绎，而是来自具体情

境和关系互动中的身体参与和情感体验。王阳明注重良知呈现的差异性，“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

知之用”⑥，强调道德实践的具身性，主体生命实践的知行合一。王龙溪讲 “见在良知”，源自王阳明 “良知

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⑦，过分强调良知的当下存在与可呈现性，则容易脱离 “事上磨炼”

的功夫。“见”是体知功夫，是身体的在场性表达。“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⑧ “见贤思齐”正是一种体仁

的建构性力量，不断将情境性的道德感转化为普遍性的道德实践。王庆节认为，儒家伦理的本质是示范伦理，

而非康德式的规范伦理。⑨ 示范伦理以道德典范的身体力行为核心，强调感动、感通与效仿。典范是道德理想

的具身化，效仿不是机械的模仿，而是将典范的德性风范内化为自己的生命气质。

我们可以通过借助西方德性知识论的相关概念工具，对 “见贤思齐”这一儒家修身成德思想做进一步分

析。扎格泽博斯基开辟了一条以人格为导向的德性知识论进路，她特别强调钦羡感 （Ａｄｍｉｒａｔｉｏｎ）在德性养成
中的重要性。瑏瑠 钦羡是基于内在欲求和信念的积极情感，具有潜在的激励作用，并产生一种学习模仿的感召

力。令人钦慕的典范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能够提升学习者心向卓越的动机和振奋感受，通过反思性模仿将典

范的德性特质转化为适应个体情境的实践智慧。扎格泽博斯基的典范理论提出钦慕典范—自我反思—行为模

仿的动态机制，将道德判断锚定在可感知的典范个体上，实现了情感认知与理性判断、理论建构与实践指导

的多重统一，化解了原则主义与情境主义的冲突难题，既解决了规则主义在处理具体情境时的理论困境，又

为道德实践提供了可操作的指引路径。与扎氏不同，罗蒂认为道德典范不是道德真理的化身，而是启发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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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想象的榜样，是那些能够激发我们思考、反应和改变行为方式的人。罗蒂反对康德式绝对道德法则，认为

道德进步不是靠理性论证，而是通过文化叙事中的生命感动，唤醒人的团结与道德想象，不断扩大 “我们”

的范围，强调学习者的自我反思和主体能动自觉，重塑个体尊严和道德共同体。① 通过与西方德性知识论形成

理论对话，我们可以尝试激活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德性智慧与情感资源。在 “见贤思齐”的修身过程中，“见”

是儒家重要的体知功夫，兼具知性能力与道德实践的双重意义。这一过程实现了理性自主性与情感接应性的

平衡，构成了儒家情感主义德性知识论的核心维度，融合学、思、乐、行于一体，从而引人向善，导向对

“好人与好生活”的积极追寻。

“见贤思齐”作为修身之学的标识性命题，构成了儒家具身性的成人之道，凸显了典范伦理与实践智慧

的重要性。一方面，人格典范具有内在的道德吸引力与价值正当性，能够激发主体道德模仿的内在驱动力，

主体通过 “见”贤人的言行举止、道德实践，将其作为身体实践的范本，在模仿与践行中实现德性的逐步养

成；另一方面，儒家高度强调实践智慧的培养，这种智慧是对具体伦理情境的 “观知”，能够超越单纯的道

德规则应用，实现 “知”与 “行”的无次第统一。儒家哲学强调 “观知”的伦理意义。万物静观皆自得，观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陈少明认为：“在视觉行为中，观比看有更深的含义。观的对象一般规模宏大，如观象于

天或观法于地。孤立的一瞥，只是抓住对象的片段，看到的内容非常有限，它需要动态的过程，或者时间的

运用，才能掌握对象的全貌。也可以说，‘观’是一个个 ‘看’的片段的叠加，就像电影胶片本是分格图片，

连接放映才是景象的完整展示。在观的过程中，前面的经验是理解后面经验的基础。”② 这个行为是从视觉的

逻辑转变为思想的过程。如果说观是从看上升到观念的思辨，是对世界图景的理解，那么 “见”则是从看转

化为行动，更具有道德实践意义。

四、余论

康德义务论和后果论一度占据现代伦理学的主导地位，随着美德伦理方法的复兴，尤其是道德情感主义

的崛起，情感在伦理学中的重要性开始被激活和重估。为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和新兴技术风险等世界性伦理难

题，人类生活需要一种新的理解视角。斯洛特深刻指出，西方主流道德传统认同利他主义对于道德及成为有

德之人的重要性，却忽视了同情在人性能力中的应有位置。儒家虽然没有像西方思想家那样从概念上区分认

知与情感，也没有把认知理性与情感视为分离的心灵能力，但更加重视理性自主性和情感接应性

（ｒｅｃｅｐｔｉｖｉｔｙ）之间更平衡的伦理生活图景，更懂得欣赏真实的日常生活，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西方观念和价值
的有限性，中国思想将有效地帮助我们成功开启世界哲学的新方向。③ 儒家伦理是一种大伦理观，除了对他人

的共情关怀，还包括对自然的和谐欣赏和对共同体未来的开放性认同。这种 “即体即用，显微无间”的具身

性实践智慧，是根植于身心一如，发端于人伦日用，以成就德性人格为归宿的动态道德生活观。儒家主张从

切身情感出发，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是不断向外推扩的道德生命成长。西方哲学家更多从 “对象”

和 “主体”方面去理解身体，把身体看作人与世界的交往方式、途径或手段。④ 梅洛庞蒂 （ＭｅｒｌｅａｕＰｏｎｔｙ）
认为：“我在身体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就是我的身体。”⑤ 身体是在世的外化形式，是展示自我价值的

符号性存在。儒家赋予 “身”以过程性与本体性，身体是气韵流动的可感的过程性存在。“身心一如”是同

一生命过程的不同面向，身是道德实践的场域，道德认识在身体生命中涌现。智能时代人机关系的深刻变革，

呼唤哲学基础和伦理范式的根本转型。儒家的过程身体观，强调与环境动态耦合的行动过程，为重塑空间具

身智能的身心观提供了新思路。儒家之 “见”将视觉、情感、心性、德性与行动熔铸为一体，为 ＡＩ情感具身
性提供了超越表象主义与规则伦理的古典智慧：情感与道德并非外在表征或内在算法，而是 “感而遂通”的

具身生成过程。情感不应是推理模块和标签系统，而是感知行动闭环中当下生成的意向性姿态。儒家伦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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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与未见：儒家情感伦理的具身性维度

以提供一种非表象、非规则、非个体中心的具身情感伦理模型，可感通的人机共生存在方式会为通用具身智

能奠定更符合人类生命经验的哲学根基。

儒家伦理的 “一体之见”，开启了开放的道德生成序列和精神图谱。“见”与 “未见”的情感境遇和视域

差异，彰显了中国传统伦理的具身性思维特质和情感德性进路，有助于重新认识身体对于中国伦理学知识体

系建构的独特意义。面对人机共生的新文明境遇，特别是人工智能带来的空前伦理挑战，人类已无现成的规

律和经验可循。任何一种画地为牢的思维方式都是极其危险的。智能时代呼唤新型伦理思维，面向未来的伦

理学范式需要不断更新对人工智能本身与人类境况的反思性洞见，促进人性繁荣的愿景不仅需要批判性思维，

更需要明智的辨识力和对生命的敏感性。只有根植于人类切身经验的道德反思，负责任地运用自身的自由和

实践自主性，才能捍卫对生命意识和人格尊严的自我省察和自我辩护，形塑人机融合的具身思维新范式。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重建”（１９ＺＤＡ０３３）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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